
 

 

子女随迁与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

邢春冰1，张晓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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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大量的城乡移民中，有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带子女共同迁移。考察子女随迁与

流动人口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机制，对于理解劳动力流动以及流动人口市民化都有重

要意义。子女随迁将提高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以及对流入地公共服务的需求，在一个空间均衡中，

流动人口面临子女随迁和收入水平间的权衡取舍。文章使用 2011−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方法研究发现，子女随迁会使流动人口小时工资下降 16% 左右。产生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为降低居住成本以及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带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迁移地点的选择受

限，无法在更大范围内搜寻更高收入的工作。异质性分析表明，有学龄段子女随迁的家庭以及夫妻

一方单独外出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受子女随迁的负向影响更大。根据研究结论文章认为，为促

进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有效配置，相关政策一方面要扩大公共服务供给，降低子女随迁的成本；另

一方面要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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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很多城市放宽了落户条件，流动人口举家迁移比例不

断上升。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考察子女随迁与流动人口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机

制。考察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和收入的影响，可以揭示家庭因素而非单纯经济因素对

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也可以反映流动人口在名义收入和与子女随迁相关的住房成本以及

公共服务之间的权衡取舍，这对于理解劳动力流动以及流动人口市民化有重要意义。

父母将子女带在身边可以直接提高家庭的效用水平，也有利于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①但子

女随迁会带来更高的生活费用支出，也提高了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不同城市中，流动

人口所能获得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有差异，城市间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可及性也存在较大差

别，高收入地区往往对应更高的生活成本和较低的公共服务可及性（Roback，1982；Morett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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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缺乏父母的照顾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表现在留守儿童的辍学率更高（Hu，2012）、学业成绩更差（Kandel 和 Kao，2001；Meng 和

Yamauchi，2017）、性格发展不健全、健康状况差、营养不良（李强和臧文斌，2010；Meng 和 Yamauchi，2017；Lu 等，2019）等方面。也有很多农

村父母迁移到城市地区的主要动机就是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教育。关于教育资源地区差距的文献，请参考王善迈等（2013）、高丙成和陈如平

（2013）、Zhang 和 Kanbu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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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ro，2006；Diamond，2016）。追求效用最大化家庭的子女随迁状态与城市选择进而也与其收

入水平密切相关。

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空间均衡模型分析了子女随迁和流动人口收入间的关系。在劳动力充

分流动的情况下，同质劳动力做出不同选择带来的效用水平是相同的。其结果为，不带子女随迁

的流动人口可以选择高收入地区，带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成本和收入都较低的地区。

考虑到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人口自由流动的空间均衡中，家庭对子女随迁的需求导致其选择

收入较低而公共服务可及性较高的地区。子女随迁对收入的影响反映了家庭对于相关公共服务

的支付意愿。无论是从生活成本还是公共服务的角度，携子女随迁者将选择收入较低的地区而

获得较低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子女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本文利用 2011–2017 年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有 0–15 岁子女的家庭中，实证分析了子女随迁和流动人口收入之

间的关系。为了使样本更为同质进而考察空间均衡效应，本文利用来源地−流入地地区层面流

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平均值作为单个家庭子女随迁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子女随迁使户主

小时工资下降了 16% 左右。

此外，通过 Probit 和 Mlogit 回归发现，有随迁子女的家庭更倾向于流入住房成本低、公共服

务可及性高的地区，并且选择省内跨市、市内跨县迁移的概率更高；他们从事工作时间相对灵活

但收入较低职业的概率也高于没有随迁子女的样本。这说明子女随迁对收入的影响是通过迁移

地点和职业选择而发挥作用的。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和学龄前儿童相比，学龄段子女随迁对

目的地住房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更高，因此对户主收入影响更大，使其小时工资减少幅度

为 17%–20%；和夫妻共同外出的家庭相比，由于家庭分工及对子女随迁偏好不同，单独外出的

流动人口（尤其是妻子），受子女随迁的负向影响更大，其小时工资降低 23%。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补充了与家庭迁移相关的文献，重点关注子女迁移状态

与流动人口工资水平间的关系。①现有的相关文献，一部分是在夫妻（包括子女）共同迁移的假定

下研究家庭成员的迁移决策及其劳动力市场结果，很少讨论子女的留守和随迁问题（Gemici，

2007；Gemici 和 Laufer，2010）。也有一部分文献研究了子女因素对流动人口是否迁移或迁移模式

的影响。在中国的文献中，学者们考察了子女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模式（邓曲恒，2013；赵海涛

和朱帆，2019；沈亚芳等，2020；胡雯和张锦华，2021b）、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意愿

（Wang 等，2019）和对女性就业（李勇辉等，2018；谢鹏鑫和岑炫霏，2019）的影响，但很少考察子女

随迁对工资的影响。二是本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在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

工资收入的影响，并发现迁移地点和职业选择是两者产生联系的渠道。与本文较为相关的研究

是曾永明（2020），该文研究了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月工资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流动人口的职业

和流动范围等变量后，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有显著负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不控制职业

和流动范围时的结果，这能够更好地反映空间均衡效应即在空间均衡中，迁移地点和职业选择

因子女随迁状态的不同而变动，进一步决定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

二、理论机制分析

大量的研究表明，迁移决策中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对迁移人口规模、性别收入差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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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针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从人力资本（赵德昭和耿之斌，2020；史新杰等，2021）、社会资本（章元和陆铭，2009；陈博

欧和张锦华，2021）、户籍制度（孙婧芳，2017）和城市规模（胡雯和张锦华，2021a）等角度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随着家庭化迁移逐渐增多，家

庭因素对流动人口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涌现出一支与家庭迁移相关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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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选择乃至婚姻的稳定性都有重要影响。①本文以有 0–15 岁子女的迁移家庭为分析对象，考察

子女随迁与流动人口收入之间的关系。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不考虑子女因素对于家庭是否迁

移的影响。

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通常由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第一，子女随迁之所以与收入相关，主

要是因为流动人口在就业地和职业选择以及家庭安排方面会考虑子女状况。比如，流动人口需

要考虑学龄子女的教育问题。通常，省内近距离迁移时，子女的教育问题更容易解决，但这会限

制流动人口的就业机会（刘静等，2017）。第二，出于照顾子女的需要，流动人口可能选择工作时

间更灵活的职业（苑会娜，2009）。第三，子女随迁的家庭更有可能是夫妻共同迁移，照顾双方的

就业选择会影响个人的工作匹配质量（Mincer，1978）。最后，子女随迁家庭对住房的需求更高，他

们倾向于选择居住成本更低的地区（宋锦和李实，2014）。不难看出，子女随迁影响流动人口的收

入主要是通过影响其迁移地点和职业选择而实现的。

为此，我们需要在一个空间均衡框架下进行分析。空间均衡效应体现为，同质②劳动力在不

同地区的效用水平相同（Rosen，1974；Roback，1982；Diamond，2016）。我们分两种情形考察空间均

衡中子女随迁和流动人口收入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情形是将子女随迁看作私人消费或影响家庭

私人消费的行为决策。流动人口带子女随迁，意味着其对本地服务（如托育、住房）的需求上升；

第二种情形是将子女随迁相关的需求看作公共物品，流动人口带子女随迁也提升了其对本地医

疗和学校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需求。

情形 1：将子女随迁的需求看作私人消费，给定流动人口的迁移地点和职业选择，其对应的

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Max : U =CαH1−α

s.t.C+PH = I
（1）

α

其中，C 代表可贸易品的消费，价格标准化为 1；H 代表家庭不可贸易品的消费，这里代表子女随

迁带来的本地服务需求，P 是价格（即子女随迁的成本）； 是份额参数；I 是个人收入水平。根据

效用最大化时的一阶条件，有：

C∗ = αI （2）

H∗ =
(1−α)I

P
（3）

在子女随迁成本（P）给定的情况下，子女随迁和收入水平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收入水平越

高，将子女带在身边的需求越高，这体现出子女随迁作为正常商品的消费效应。但是，流动人口

需要进行城市的选择，他们在不同城市可获得的收入不同，流动人口将子女带在身边的价格也

不相同。当在全体移民群体中做比较时，很难做到保持子女随迁成本（P）不变，需要考察空间均

衡中收入（I）和子女随迁（本地化服务，包括住房、就学、育儿服务等）价格之间的关系。

U∗由效用最大化问题的解，可以得出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 ），对其取自然对数可得：

V =lnU∗ = α0+lnI− (1−α)lnP （4）

α0= αlnα+ (1−α) ln (1−α)

Vi j=
−
V , i表示个人， j表示地区

其中， 。对于同质的劳动力，空间均衡意味着选择不同迁移地点的效用

相同（ ）。均衡时，不同地区的收入和子女随迁价格之间应满足：

邢春冰、张晓敏：子女随迁与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

① 理论方面，Mincer（1978）从不同家庭成员迁移的成本和收益出发，探讨了婚姻对于迁移的阻碍作用以及家庭迁移如何影响不同家庭成

员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等。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夫妻双方在迁移过程中的相互影响（Gemici，2007；Gemici 和 Laufer，2010）。

② 同质指的是除用以分类的维度存在差别外，其他所有特征均无差异的人口。在本文里表示除了子女随迁状态不同外，其他特征（如教

育水平、家庭背景、能力、运气等）均相同的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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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P
dI/I

=
1

1−α> 1 （5）

（5）式给出了子女随迁价格和收入间的关系：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子女随迁价格也越高，

且随人口流入，子女随迁价格上升幅度将超过收入增加幅度。结合 P 和 I 之间的均衡关系，对（3）

式求全微分，经变换得：

dI
dH
= −P
α

（6）

可见，在空间均衡状态下，子女随迁和收入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选择高收入地区

将导致子女随迁价格相较收入而言出现更大幅度提升，这导致携子女随迁者流入低成本、低收

入地区，因而获得较低的收入。对（6）式进一步整理可得：

dI/I
dH
= − P
αI

（6'）

1−α α

由此可得以下判断：如果将子女随迁理解为家庭的私人消费行为，对于同质劳动力，空间均

衡的力量导致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负向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空间均衡中同质劳动

力的效用相同，家庭的就业选择实际上是在收入和子女随迁之间进行取舍。另外，有两个因素决

定了子女随迁对收入影响的大小：其一，流动人口对子女随迁的偏好强度（ ）。 越小，流动人

口对子女随迁的偏好越强，因而更加愿意为子女随迁而放弃高收入，子女随迁对收入的负向影

响越大。其二，流入地城市子女随迁的相对价格（P/I），当子女随迁价格相对流入地收入而言更高

时，携子女随迁至该城市成本也更高，那么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流入低收入地区，因此子女随迁对

其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大。

ki j

情形 2：子女随迁也往往对应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接下来的模型将随迁子女的相关

需求（ ）看作公共物品。流动人口的目标函数变为：

Max U =CαH1−αexp(δki j)
s.t.C+PH = I

（7）

其中，C 代表可贸易品的消费，价格标准化为 1；H 代表当地不可贸易品的消费，价格为 P。经推

导，可得自然对数形式表示的间接效用函数：

V =α0+lnI− (1−α)lnP+δki j （8）

ki j

δ >0

为个人 i 到城市 j 能够得到的儿童相关公共服务（public goods），其对于间接效用有正的影

响，即 。均衡时，同质劳动力的效用相同，求微分可得：

dI
I
− (1−α)

dP
P
+δdki j= 0 （9）

dI/I
dki j

= −δ

δ

dP/P
dki j

=
δ

1−α

如果本地服务的价格水平 P 不发生变化，则有： 。由于高收入地区对应较低的公共

服务可及性，出于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携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将流入公共服务可及性较高、收入

较低的地区，因而获取较低的收入。 表示对子女随迁相关服务的支付意愿。对子女随迁支付意

愿越高的流动人口，受子女随迁的负向影响越大。从（9）式还可以看出，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流动

人口子女的教育提供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并不一定对应名义收入的变动。在名义收入不发生改变

的 情 况 下 ， 公 共 服 务 差 别 （ 子 女 是 否 随 迁 ） 可 能 完 全 反 映 在 住 房 或 本 地 服 务 的 价 格 变 化 上

（ ）。此时，子女随迁导致本地住房和育儿等服务价格上涨，降低流动人口的实际收入

水平。

根据理论模型的结果，无论将子女随迁的相关需求看作私人消费还是公共服务，在同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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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中，带子女随迁将对其收入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原因是，为了降低与子女随迁相关的生

活成本以及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带子女随迁者将流入生活成本较低、公共服务可及性较高的

地区，因而收入更低。由此，我们可以将迁移地点和工作选择看作子女随迁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

渠道。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将验证如下结论：第一，空间均衡状态下，对于同质的流动人

口，子女随迁将降低其收入水平。第二，与不带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携子女随迁流动人口

的迁移范围变小，他们更倾向于流入生活成本较低、公共服务可及性较高的地区，并且从事工作

时间相对灵活、但收入较低的职业。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受个人特征、子女特征、家庭和社会因素等变量的影响。本文重点关

注控制户主性别、受教育年限、年龄和迁移时间等因素后，子女随迁状态和收入之间的空间均衡

效应，即（6'）式和（9）式的理论预测，设定回归方程如下：

lnwagetri =α+β1migchildtri+β2eduyrtri+β3agetri+β4agesqtri+β5 f emaletri+β6ruraltri

+β7durationtri+γstrutri+δchildtri+ut + vr +εtri

（10）

ut vt分

方程（10）是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其中，i 表示个人，r 表示户籍所在省份，t 表示调查年份。

lnwage 为小时工资的对数，migchild 代表流动家庭是否有随迁子女（有=1，没有=0），是本文重点关

注的自变量。eduyr 代表流动人口的教育年限，age 和 agesq 为年龄及其平方，female 表示性别（女

性=1，男性=0），rural 表示户口状态（农村=1，城市=0），duration 是本次来本市的年数。Stru 为家庭

结构向量（包括丈夫单独外出和妻子单独外出的虚拟变量）。Child 为流动人口孩子的特征向量，

包含最大孩子年龄虚拟变量、最大孩子性别和孩子数量。① 和 别代表调查年份和户籍所在

省份的固定效应。稳健标准误聚类在调查所在区县层面。

需要强调的是，基础回归为了考察空间均衡效应所体现出的子女随迁对收入水平的负向影

响，没有控制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职业选择相关的变量。子女随迁之所以对收入产生影响，是

因为携子女随迁和不携子女随迁者做出了不同迁移地点和职业上的选择。一旦控制这些因素，

就无法识别空间均衡效应。

此外，在空间均衡分析中，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工资水平产生负向影响的结论是针对同质

样本得出的。回归方程（10）比较的是在样本可观测特征给定的情况下，有和没有子女随迁的流

动人口平均工资的差别，当样本在不可观测特征上存在差别时，仅控制可观测因素较难保证两

组人群的同质性。如果样本非同质，能力、运气的差别将导致做出相同迁移地点和职业选择的劳

动力仍然会获得不同的收入。此时，由于子女随迁正常商品的特征，收入高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

带子女随迁，如（3）式所示。因此，在非同质的样本中，还掺杂收入与子女随迁间的反向因果关

系，这会导致子女随迁对收入的负向影响被低估。

本文使用了工具变量方法来解决样本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以及反向因果等问题。个人所处

的外部环境对其行为和决策都会产生很大影响，这意味着父母在做子女随迁决策时，也会受到

周围家庭迁移行为的影响，这既包括流入地也包括来源地周围家庭的子女随迁情况。本文按照

户主居住区县−户籍省−调查年份三个维度进行分组，计算得到户主所在组别的平均子女随迁

邢春冰、张晓敏：子女随迁与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

① 考虑到家中长子相对而言可能更受父母重视，对父母工资的影响也会更大，因此在回归中我们选择了最大孩子的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

量。我们也使用家里最小孩子的年龄和性别两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由于绝大部分流动人口仅有一个 0 到 15 岁孩子，两种回归结果几乎

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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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作为子女随迁的工具变量。首先，户主周围家庭带子女随迁的比例越高，户主带子女随迁的

概率也越高。其次，周围家庭带子女随迁的比例不应该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由于工

具变量是地区层面的平均值，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个体层面的异质性问题。由其工作原理

可知，工具变量结果给出的是受工具变量影响人群的局部平均处置效应（LATE），这也提高了带

与不带子女随迁样本的同质性。

四、数据描述

本文的个体数据来源于 2011 至 2017 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①该项调查涵盖

了户主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特征、就业、居住、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合等信息。流动人口监测调查采

取的是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抽样，对全国和多数省份具有代表性。本数据中流动

人口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居住区（县、市）户籍的人口。本文仅保留有 0–15 岁子女、户

主（受访者）②就业身份为雇员且收入为正的流动人口家庭，③经过筛选后，有效样本为 235 788
个。流动人口家庭中有子女随迁的比例超过了 60%。其中 2011 年为 62.3%，到 2013 年提高到

65.2%；从 2014 年开始，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比例有所下降，到 2017 年下降到 63.8%，这可能是一些

城市收紧非本地户籍儿童入学条件的政策所致（杨娟和宁静馨，2019）。

此外，我们也从其他数据库获取了城市层面上的相关特征变量，将其匹配到 CMDS 数据流

动人口流入市中，作为后文影响渠道检验的指标。具体地，从 2012−2018 年城市统计年鉴中，获

取了各地级市小学及中学的教师和学生数量、医院数量、医生数量、床位数量、年平均人口数量。

从中国经济数据库中获取 2011−2017 年各地级市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标。同时，也使用了西南财

经大学公共经济与行为研究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公布的中国城市落户门

槛指数，该指数包含了 2000−2013 年以及 2014−2016 年 120 个城市的落户门槛。④

表 1 按照子女是否随迁描述了户主个人、家庭和流入城市的基本特征。带子女随迁的流动

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 17%，而没带的样本中该比例为 12%，前者比后者的教育年限高

0.4 年（=10.35−9.95）。⑤受访者中男性比例超过了 50%，有随迁子女的家庭男性比例略高。有随迁

子女的家庭在本地平均居住年限为 5 年，比没有随迁子女的家庭高 1.6 年。有随迁子女的家庭孩

子年龄略小、最大孩子是男孩的比例稍低。两类流动人口家庭结构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随迁子

女的家庭夫妻均外出的比例高达 96%，比没有随迁子女的家庭高近 40 个百分点。

我们将城市房价作为与子女随迁相关的生活成本指标；将师生比、人均床位、医院和医生数

作为与子女随迁相关的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指标；由于绝大多数城市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户籍

挂钩，我们将城市落户门槛作为度量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指标。比较两类流动人口流入市层面的

特征，我们发现，与不带子女随迁者相比，带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流入的城市房价、初中师生比和

落户门槛稍低，而小学师生比、人均床位、人均医院、人均医生数均更高。此外，有子女随迁的流

动人口选择省内和市内流动的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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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2014 年调查没有询问户主工作小时数，无法构造户主小时工资，因此本文中的描述性统计表格和回归表格均没有使用 2014 年数

据。后文中的有效样本数量也不包括 2014 年。

② 流动人口监测调查在村委会内对流动人口按照性别、年龄排序后，以个人作为抽样单位进行随机抽样。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家庭只调

查 1 名 15 岁以上流动人口。本文中的户主指的是家庭中被抽到的流动人口。

③ 我们也针对包含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差别不大。

④ 有关落户门槛指数的详细介绍，参见张吉鹏和卢冲（2019）。

⑤ 未上学的受教育年限为 0 年，小学为 6 年，初中 9 年，高中及中专 12 年，大专 15 年，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分别是 16 年和 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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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描述统计

（1）没有随迁子女 （2）有随迁子女 （3）组间差异 （4）观测值

个人及家庭

特征

受教育年限 9.95 10.35 −0.40*** 235 788

大专及以上（%） 12.21 17.50 −5.29*** 235 788

年龄 33.22 33.54 −0.32*** 235 788

男性（%） 56.30 58.85 −2.55*** 235 788

农业户口（%） 84.70 80.31 4.39*** 235 788

迁移时间（年） 3.55 5.12 −1.57*** 235 788

孩子数量 1.30 1.29 0.01*** 235 788

最大孩子年龄 6.21 5.69 0.53*** 235 788

男孩（%） 60.63 58.63 1.99*** 235 788

家庭规模（人） 3.480 3.510 −0.04*** 235 788

家庭结构

（%）

夫妻均外出 56.27 96.01 −39.74***

丈夫单独外出 28.26 1.640 26.62***

妻子单独外出 15.48 2.350 13.12***

结果变量

月收入 3 184.86 3 308.60 −123.73*** 235 788

周工作时间（小时） 54.76 52.55 2.22*** 235 788

小时收入 16.33 17.90 −1.57*** 235 788

渠道变量
流入城市生活成本

商品房房价（元/平米） 10 224 9 566 657.54*** 220 469

流入城市

公共服务

小学师生比（人/万人） 569.10 585.00 −15.85*** 216 879

初中师生比（人/万人） 908.90 900.10 8.80*** 216 510

人均床位数（个/万人） 82.08 83.72 −1.64*** 211 752

人均医院数（个/万人） 0.46 0.51 −0.05*** 211 702

人均医生数（人/万人） 45.00 46.48 −1.48*** 212 248
流入城市

公共服务

可及性

落户门槛指数 1.07 1.00 0.07*** 167 731

流动范围

（%）

跨省流动 65.82 48.78 17.04***

省内跨市 22.12 32.03 −9.91***

市内跨县 12.06 19.19 −7.13***

　　注：1. 表中收入为以2011年为基期，按照不同省份城市居民价格指数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结果。2. 落户门槛指数取值范围

为0.12−2.63，标准差为0.62，落户门槛最低的城市为广西防城港市，最高的城市为北京市。
 
 

我们以 2011 年作为基期，按照不同调查年度各省城市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对流动人口月

工资收入进行了调整，并利用月工资数据除以月工作小时得到了小时工资。有子女随迁的户主

周工作时间少，但其月收入和小时收入均高于没有子女随迁的户主。表 2 给出了不同职业流动

人口的工资收入情况。除从事农林牧副渔业以及无固定职业人员外，其他 6 个职业中有子女随

迁的流动人口月工资和小时工资收入均高于没有子女随迁的样本。这既可能是因为收入水平提

高增加了家庭对子女随迁的需求，也有可能是因为带孩子外出的流动人口年龄更大，因而在城

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年限更长以及教育水平更高。

根据表 1 的结果，有和没有随迁子女的样本在可观测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我们猜

测两组人群在不可观测特征上也存在差别。后文实证工作的重点是通过不同方式减少样本的异

质性，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衡量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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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动人口家庭户主的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单位：元）

主要职业
没有随迁子女 有随迁子女

上月收入 小时工资 上月收入 小时工资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4 769.54 32.81 5 133.35 31.70

专业技术人员 4 135.96 23.14 4 669.83 27.02

办事员和有关人员 3 793.78 23.08 3 899.63 23.74

商业、服务业人员 2 904.28 15.32 3 004.52 16.29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2 711.52 13.73 2 301.53 12.09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3 142.24 15.15 3 186.30 15.86

无固定职业 2 313.33 13.12 2 177.12 12.09

其他不便分类的从业人员 3 120.24 17.58 3 405.02 24.54

　　注：表中收入为以2011年为基期，按照不同省份城市居民价格指数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结果。
 
 

五、实证结果

（一） OLS 回归结果。在表 3 中，以小时工资对数作为因变量，子女随迁作为核心自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列（1）控制了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子女特征、家庭结构及来源省份后，结果显示，与

不带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带子女随迁者小时工资低 1.9%。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与文献中

这些变量对收入的影响基本一致，不再赘述。多元回归所呈现的子女随迁与收入负相关的结果

与表 1、表 2 中描述统计中正相关性的差别说明，子女随迁状态与流动人口的特征相关：教育水

平高、迁移时间长的流动人口工资更高，也更倾向于带子女迁移。此外，对于来自相同地区、具有

相同家庭结构和个人特征的样本，带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工资水平更低的结果，与空间均衡的

理论分析预期一致。然而，虽然列（1）控制了尽可能多的变量，仍然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特征（个

人能力、运气等）使流动人口之间不同质。由于不可观测异质性的存在，多元 OLS 结果无法准确

衡量空间均衡效应中子女随迁对收入的负向影响。
  

表 3    子女随迁对户主（log）小时工资的影响

A 因变量=log(小时工资)

（1）OLS （2）2SLS （3）2SLS

子女随迁 −0.0189***(0.0045) −0.1382***(0.0155) −0.1795***(0.0151)

所在区县房租对数 0.1112***(0.009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d 0.2988 0.1449 0.1852

B 一阶段结果

（1）OLS （2）2SLS （3）2SLS

平均子女随迁率 0.7746***(0.0052) 0.7889***(0.0050)

一阶段偏F值 22 059 24 958

R−squared 0.1773 0.4619

观测数 235 594 235 594 229 689
　　注：1. *、**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2. A部分因变量为小时工资对数，B部分因变量为子女随迁。3. 括号中为

稳健标准误，聚类在调查区县层面。4. 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年龄、年龄平方、性别、户口、迁移时间、最大孩子性别、最大孩子年

龄虚拟变量、孩子数量、家庭结构和来源省固定效应。下表统同。
 
 

（二） 子女随迁和收入间的空间均衡效应：工具变量结果。表 3 列（2）和列（3）给出了工具变

量估计结果。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是同一调查年份与户主居住在同一区县、同一户籍省份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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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平均子女随迁率。①由于不同区县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这不仅会影响该区县的子女随迁

比例，也会影响户主的收入水平。因此，在该部分进一步控制流入地区县的经济水平，使工具变

量更加外生。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城市，其住房的租金也更高。本文选取本地同住人

口数量为 2 至 3 人的家庭，根据户主回答的住房月租金额，计算得到该区县月租金的均值，作为

反映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2SLS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如表 3B 部分所示，平均子女随迁

率的估计系数为 0.78，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一阶段工具变量对应的偏 F 值为 24 958。

表 3A 部分列（2）控制流动人口个人和子女特征、家庭结构、来源省份等变量后，两阶段最小

二乘（2SLS）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子女随迁使户主小时工资降低 12.9%。进一步地，在列（2）的基础

上控制户主所在区县平均房租后，列（3）2SLS 结果显示，子女随迁的负向影响变为 16.4%。②这体

现出空间均衡中，子女随迁与流动人口收入间的因果效应。工具变量和多元 OLS 结果的差异凸

显了样本不可观测异质性所带来的问题，携带与不携带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在不可观测特征上

存在较大的差别，导致 OLS 低估了子女随迁对户主收入的负向影响。

（三） 机制检验：子女随迁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职业选择。本节从流入地区和职业选择的

角度分析了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负向影响的机制。首先考察携子女随迁者是否更倾向

于流入生活成本低、公共服务可及性高的城市。其次从流动范围和流入省份的角度上来考察携

子女随迁者是否会选择就近流动。最后，我们考察子女随迁是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

首先，考察携带子女随迁对流入地选择的影响。分别按照中位数将城市层面的房价和落户

门槛变量进行了分类。将房价高于其中位数的城市作为高生活成本城市，变量取值为 0，不高于

其中位数的城市作为低生活成本城市，变量取值为 1。将落户门槛指数高于其中位数的城市作

为低公共服务可及性城市，取值为 0，不高于其中位数的城市作为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城市，取值

为 1。分别以低生活成本和高公共服务可及性为因变量，以子女随迁作为自变量，采用 Probit 模

型进行回归，并计算边际效应，结果如表 4 列（1）和列（2）所示。与不携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

携子女随迁者流入低生活成本城市的概率提高 14.4%，流入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城市的概率提高 8.3%。
  

表 4    机制检验：子女随迁与户主流入地区的选择（边际效应）

Probit Probit Mlogit Mlogit

因变量
低生活成本

城市=1
高公共服务可

及性城市=1

跨省=0 东部省份=0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1) (2) (3) (4) (5) (6)

子女随迁 0.1444*** 0.0834*** 0.1061*** 0.1131*** 0.1031*** 0.1068***

(0.0098) (0.0119) (0.0067) (0.0071) (0.0059) (0.00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220 190 167 583 235 584 235 584
　　注：流动范围变量中，跨省迁移是省略组，子女随迁的边际效应为–0.219(0.0011)。流入区域变量中，流入东部省份是省略组，子女

随迁的边际效应为–0.21(0.0083)。
 
 

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和流入省份选择对应的因变量都是多值离散变量，本文用 M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并计算了变量的边际效应。表 4 列（3）和列（4）回归结果表明，子女随迁使流动人

口省内跨市以及市内跨县迁移的概率分别提高 10.6% 和 11.3%，降低了流动人口跨省迁移的概

率。表 4 列（5）和列（6）结果显示，子女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流入东部省份的概率，其流入中、西

邢春冰、张晓敏：子女随迁与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

① 本文也使用除去本户主后的同一调查年份、居住所在区县和来源省的平均子女随迁率作为该户主是否带子女随迁的工具变量。结果

与表 3 相差不大。

② 0.129=1–exp(–0.1382)，0.164=1–exp(–0.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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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省份的概率提高 10%，这是因为大部分流动人口样本都来自中、西部省份，子女随迁使得这部

分劳动力选择就近流动。

其次，本文考察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同样地，由于职业选择是多值离散变

量，用 M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并得到了变量的边际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相对于没有子女随迁

的样本，有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以外的职业。

特别地，与无子女随迁者相比，有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概率高 9.7%，从事不

固定职业的概率高 2.1%。
  

表 5    机制检验：子女随迁与户主的职业选择，Mlogit（边际效应）

因变量=职业类型

（1） （2） （3） （4） （5） （6） （7）

子女随迁 0.0023*** 0.0061*** 0.0041*** 0.0972*** 0.0099*** 0.0210*** 0.0049***

(0.0006) (0.0024) (0.0010) (0.0067) (0.0018) (0.0015) (0.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数 235 584
　　注：1.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是省略组，子女随迁的边际效应为−0.145(0.0064)。2. 从列（1）到列（7）所对应的职业分别为：国家

机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农林牧副渔业、无固定职业、其他不便分类的从业人员。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本文发现子女随迁限制了流动人口的迁移地点和职业选择：一方面，与

子女未随迁者相比，携子女随迁者更倾向于选择就近流入到生活成本低、公共服务可及性高的

中、西部省份。由于这些地区的工资水平较低，因此携子女随迁者获得了较低的收入。另一方

面，携子女随迁者更倾向于从事商业服务业、不固定职业这两个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但收入较低

的职业。

最后，在基础回归方程中，进一步控制职业选择和代表流入地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公共服

务可及性的变量，来考察给定相关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以及职业选择后，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

收入是否产生影响。2SLS 估计结果如表 6 列（1）所示，在进一步控制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价格、小

学师生比、中学师生比、人均床位数、人均医生数、人均医院数、落户门槛指数、职业这几个变量

后，子女随迁的系数变小且不再显著。在表 6 列（2）中，将城市层面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变量

替换为城市固定效应，以控制其他可能与子女随迁相关的不可观测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特

征，2SLS 回归结果显示，子女随迁的系数仍不显著，且系数大小与列（1）差异不大。列（1）和列（2）

结果进一步说明，子女随迁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区和职业选择而影响了户主收入水平。

表 6    机制检验：子女随迁、就业选择与流动人口的小时工资

A 因变量=log(小时工资)

(1)2SLS：+职业、流入市特征 (2)2SLS：+职业、流入市固定效应

子女随迁 −0.0139(0.0119) −0.0159(0.0109)

所在区县平均房租对数 0.0587***(0.0061) 0.0542***(0.0055)

教育、医疗公共服务 控制 不控制

房价对数 控制 不控制

落户门槛 控制 不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职业 控制 控制

流入市 不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R−squared 0.2249 0.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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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说明，子女随迁对户主收入产生影响，是由于其影响到了家庭的就业决策。以学龄

子女为例，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子女教育问题在省内或市内较易解决，迁移到东部发达地区的

教育费用较高。这导致中、西部地区带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更多在省内迁移。与此同时，虽然沿

海地区（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却很难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照料和教育问

题。流动人口出于子女照料及教育的考虑而放弃这一机会，阻碍了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

六、异质性分析

1−α
根据理论模型（6'）式，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子女随迁

的相对价格（P/I），以及流动人口对子女随迁的偏好程度（ ）。一方面，子女随迁相对价格越

高、对子女陪伴的偏好越强，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收入的负向影响越大。和学龄前儿童相比，学

龄儿童随迁提高了家庭对住房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需求，因而其子女随迁的价格也相对更高，

本节将通过比较学龄前和学龄阶段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来考察子女随迁相

对价格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和男性相比，女性更加注重子女的陪伴，本小节也通过比较子女

随迁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考察对子女随迁偏好的差异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

（一） 不同年龄段儿童随迁与户主小时工资。在本节中，将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分别讨论处

于不同年龄段的子女随迁以及子女随迁对不同性别人群的影响。首先，本文将流动人口样本按

照子女年龄分为三个组别：5 岁及以下（学龄前）、6–12 岁（小学阶段）和 13–15 岁（初中阶段）。为

了避免家庭中同时存在 0–5 岁、6–12 岁或 13–15 岁儿童使样本重叠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删除

了有两个或三个年龄段儿童的家庭样本。

表 7A 部分前三列结果显示：子女随迁显著降低了户主的小时收入，其中学龄儿童随迁对父

母工资水平的负向影响更大：6–12 岁和 13–15 岁子女随迁会使其小时工资分别降低 17.2% 和

20.1%，而 0–5 岁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小时工资的负向影响程度为 14.4%。学龄和非学龄儿童随

迁对户主收入影响的差异凸显了子女随迁相对价格的作用：和学龄前儿童相比，学龄段子女随

迁不仅提高了家庭对住房的需求，也提高了其对流入地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子女随迁

价格也更高，这导致子女随迁对其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强，即家庭为了降低居住成本，以及解决子

女教育问题而不得不选择就近迁移，从而放弃了更高的收入。

（二） 子女随迁与男性和女性户主的收入。由于丈夫和妻子对子女陪伴的偏好存在差别，同

时在家庭分工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此外，和共同

外出的家庭相比，单独携子女随迁面临的压力更大。因此本文按照流动人口的三种家庭结构进

行了异质性分析。通过比较表 7A 部分列（4）至列（6）回归系数发现，无论是哪种家庭结构，子女

随迁都会通过影响户主的就业选择而对其收入产生负向影响。子女随迁对单独外出的户主影响

更大，即使在 B 部分控制流入地区和职业固定效应后，子女随迁与收入间仍然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续表 6    机制检验：子女随迁、就业选择与流动人口的小时工资

B 一阶段结果

(1)2SLS：+职业、流入市特征 (2)2SLS：+职业、流入市固定效应

平均子女随迁率 0.7627***(0.0065) 0.7597***(0.0053)

一阶段偏F值 13 920 20 739

R−squared 0.4341 0.4685

观测数 155 830 229 688
　　注： 1. A部分的因变量是户主小时工资对数，B部分的因变量是子女随迁。2. 教育公共服务包括小学师生比、中学师生比、医疗公

共服务包括人均医生数、人均医院数和人均床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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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子女随迁对户主小时工资影响的分组分析

因变量=log（小时工资）

儿童年龄 家庭结构 夫妻共同迁移家庭

0−5岁 6−12岁 13−15岁 均外出 丈夫外出 妻子外出 男性 女性

（1） （2） （3） （4） （5） （6） （7） （8）

A：控制个人特征+迁移时间+来源地+家庭结构

子女随迁 −0.157*** −0.189*** −0.225*** −0.155*** −0.344*** −0.269*** −0.0664*** −0.262***

(0.0181) (0.0166) (0.0228) (0.0152) (0.0510) (0.0317) (0.0175) (0.0158)

B: +控制流入市和职业固定效应

子女随迁 0.0181 −0.0135 −0.0546** 0.0289*** −0.231*** −0.0941*** 0.0914*** −0.0436***

(0.0134) (0.0149) (0.0247) (0.0107) (0.0492) (0.0298) (0.0128) (0.0126)

观测数 85 500 64 520 16 175 189 473 24 148 15 877 108 203 81 229
　　注：1.A部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与表3列（3）相同，B部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与表6列（2）相同。2.2SLS中第一阶段估计系数t检验均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第一阶段F值均大于10。
 
 

表 7 列（7）和列（8）进一步将样本限制在夫妻共同外出的家庭中，考察子女随迁对男性和女

性户主影响的差异。对于男性来说，由于妻子共同迁移分担了其照料子女的压力，这使得子女随

迁对男性工资的影响程度小于男性单独迁移的情况：单独外出的男性中，与不带子女随迁样本

相比，带子女随迁样本的小时工资低 29.1%；当夫妻共同外出时，子女随迁对男性的负向影响就

小得多（−6.6%）。而针对女性来说，无论是与丈夫共同迁移，还是自己单独迁移，子女随迁对其工

资收入的影响差异不大，使其小时工资下降约 23%。这可能是因为，在夫妻共同带子女迁移时，

丈夫仍然会以工作为重心，而不与妻子分担子女照料活动。

表 7 结果显示，子女随迁对女性小时工资的负向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两方面原因所造成

的：一方面，中国有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丈夫和妻子的分工差异导致女性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儿童照料当中，因此在有子女随迁时，女性在就业选择中会做出更多妥协，导致其工资水平

更低。另一方面，丈夫和妻子对子女随迁的偏好也有差别，与男性相比，女性对子女随迁的偏好

更强，因而子女随迁对女性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大。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存在数量巨大已婚已育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的人将子女带在身边。本文分析了子女

随迁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空间均衡理论分析表明，对于同质的流动人口而言，子女随

迁将会降低其收入水平。这是因为考虑到流入地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可及性，带子女随迁者

选择近距离迁移，流入生活成本低、公共服务可及性高的中、西部地区，同时从事工作时间灵活、

收入较低的职业。

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方法来解决由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子女

随迁使户主小时工资下降 16% 左右。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子女随迁限制了流动人口的迁移

地点及职业选择：与不带子女随迁者相比，携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迁移至低房价城市的概率高

14.4%，迁移至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地区的概率高 8.34%，进行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迁移的概率提

高 10%。另外，携子女随迁者倾向于从事生产运输业以外的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但收入较低的职

业，他们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概率比没有子女随迁者高 9.7%，从事无固定职业的概率高 2.1%。由

于子女随迁限制了流动人口迁移地点和职业选择，使其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寻找高工资的工作，

因此工资水平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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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对不同人群做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与非学龄儿童相比，学龄儿童随迁对父母小

时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大，后者随迁会使父母小时收入降低 17%–20%。这是因为有学龄子女的家

庭对住房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更高，为了降低成本和满足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流动人口不

得不选择近距离迁移，牺牲了好的工作机会而使其收入受损。本文还发现，由于共同迁移时，妻

子可以分担儿童照料的压力，子女随迁对夫妻均外出家庭中男性的负向影响小于单独外出家庭

中的男性。此外，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对子女陪伴的偏好差异导致子女随迁对女性收入的负向

影响大于男性。

本文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劳动力的流动趋势，同时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

据。近年来，随着“用工荒”现象逐渐蔓延，许多城市开启了“抢人大战”，各地政府试图通过放宽

落户门槛和提供住房补贴等方式来吸引外来人口。本文的结果表明，一方面，子女因素在流动人

口迁移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公共政策的制定

应该更多关注家庭福利。另一方面，可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使子女随迁状态独立于收入，进一步

提高携子女随迁的外来人口福利水平。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携子女随迁使其家庭更加完整，有利

于提高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城市而言，携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在目的地长期居住的意

愿更强，这也有利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由此，相关政策可以从降低子女随迁成本的角度考虑，使流动人口的迁移地点和工作决策

不受子女随迁成本的制约。政策制定者可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在高收入城市更多地提供与托育

服务、子女教育、医疗等相关的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也应加大住房供给，通过提供公租房和廉租

房等方式，降低携子女随迁流动人口的居住成本。这不但能有效吸引人口流入，也提高了流动人

口自身的福利水平。另外，当子女随迁作为私人消费时，其价格是由地区间收入差距决定的，因

此，长期来看，政府应该调整产业布局，促进区域间均衡发展，通过改善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方式，

使子女随迁状态独立于收入水平，进而促进流动人口在区域间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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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Children and Wage Income of Their Parents

Xing Chunbing1,  Zhang Xiaomin2

(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Summary:  With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China’s hukou system, more and more migrants choose to mi-

grate with their childre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migrant children on the wage income of their par-

ent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 occupa-

tion choice of their parents sheds light on how familial factors influence the migration behavior of rural resid-

ents. This paper also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e-off between nominal income, and the public ser-

vices and housing costs associated with migrant children.

Bringing children with them means higher living costs and increased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for mi-

grant parents. In a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migrants face a trade-off between children migrating with them

and higher income: Those who migrate with children tend to choose low-income areas for lower living costs

and easily accessible public services. Using the dataset of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between 2011

and 2017 and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method, this paper finds that migrating with children will de-

crease the hourly wage of migrant household heads by about 16%. Further results suggest that migrant chil-

dren affect the wage income of their parents mainly through the choice of migration destination and occupa-

tion. Because of higher living costs and insufficient public services in the destination, those who migrate with

children tend to narrow their migration scope to cities with lower housing prices and accessible public ser-

vices. They also tend to choose flexible occupations with lower incom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igrant chil-

dren is larger for migrants with school-age children than those with preschool-age children. Households with

school-age children narrow their migration scope to reduce costs and meet the deman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of

education at the cost of good job opportuniti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also suggests that migrants (especially

women) who migrate without their spouses are more negatively affected by migrant children than those who

migrate with their spouse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hildren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migration choice of migrants, and

policies should aim at reducing the costs of child migration. On the one hand, policymakers can provide more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childcare, education, and medical care in urban areas, especially in high-income c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housing supply to reduce the living costs of migrants by providing public rental

housing and low-cost housing.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long run, industrial policies should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lower income gaps among regions, so that migrants’ income can be less dependent on chil-

dren.

Key words:  migration； occupation choice； migrant children； education； spatial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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